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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用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后现代的视角对中国大陆新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实施进

行分析，探讨其在不同视角中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从技术视角来看，此次语文课改存在

课程目标难以落实、教师专业素养不足、学科评价难度过大以及外部条件限制等四方面问

题；在文化视角中，语文课改需要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舶来文化两股矛盾的力量；从

政治视角来看，语文教师的赋权之路仍然挑战重重；从后现代取向来看，学生个体的声音

与力量在这次语文课改中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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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issues in the Chinese curriculum reform of 
senior school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echnologic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four issues have to be addresse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being difficult to be realized, teachers lack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difficulty of assessment in the Chinese subject, and constraints of supporting factors. 
With regard to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 bal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s needed.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teacher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execute the power of curriculum. From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 student voice i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neglected during this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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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6 月中国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中国大陆

正式启动迄今为止“步伐最大”、“难度最高”的一次课程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02）。雷实（2002）指出在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中，母语教育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因

此是次中国大陆课程改革中语文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郑国民（2003）指出，此次语文

课改转变传统课程对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倚重，强调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与能力训练体系，

其宗旨是关注并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2003，下文简称“03 课标”）作为分析蓝本，此次语文课程改革基本理念

主要包括三方面：

1. 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

2. 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

3. 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

　　具体来看，在课程目标上首次建构“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三维目标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巢宗祺，2005）。在教学内容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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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必修 + 选修”的选课方式、强调开发多元化课程资源、关注典范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突出口语交际能力（黄显涵、李子建，2009）。在课程组织上，强调建设“开放、多样、

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突出课程的统整性与选择性（李

子建、尹弘飙，2005）。在教学评估上，03 课标明确指出“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

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否定以往刻板单一的纸笔测验方式转而强调发挥评价的诊断、

激励和发展性功能，采纳多元化方式进行教学评价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

倪文锦，2004）。可以说此次语文课程改革尝试通过更具开放性的理念、更为多元化的方

式促进学生能力全面发展、为语文课程与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美好的理想并不等同于现实。

　　从课改参与者——教师的视角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一项在 2010 年实施的语文教师

调查表明：48.6% 的语文教师不知道此次语文课改的理念，39.2% 的教师从没看过语文课

程标准，71.5% 的教师认为此次语文课程改革的实现难度较大，63.8% 的教师对现行语文

教材不满意，56.7% 的教师几乎没有想过要利用课外语文学习资源等（屠锦红，2010）。

从课改实施成效来看，调查研究表明只有 30% 的学生认为新课程对学生自身的发展是利大

于弊的，有 85% 的学生认为自己基本做不到或无法做到自主学习以及探究式学习；近 40%

的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或很不感兴趣（戴斌荣、张旺，2007）。尽管这些数据仅仅代表了

一所学校或是一个城市的课改实施情况，但是这些冰山一角的数据至少展示出此次语文课

程改革总体成效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不禁思考：在此次课程改革中，语文——这个身负重

任的母语学科——到底都面对着哪些挑战和困境？

　　在探讨课程实施时，实施取向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Snyder 等人（1992）从课程

计划以及课程实施的相互关系出发将实施取向分为忠实观（fidelity）、相互调适（mutual 

adaptation）以及课程缔造（curriculum enactment）三种类型（李子建、黄显华，1996）。

House（1979）则从阐释和分析的维度指出可以从技术观（technical perspective）、政治观

（political perspective）以及文化观（cultural perspective）三种视角理解课程实施。伴随

后现代思潮的日渐风行，Hargreaves 等人（2002）则认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现

象学、解释学、女性主义等多元理论对课程实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探讨课程实施取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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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 House 的理论基础上添加后现代的阐述视角（postmodern perspectives），即形成技

术观、文化观、政治观和后现代四种维度。当然这些不同视角之间并非壁垒分明、相互割

裂。事实上在教育视域中，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等各种因素总是交叉依附、难以分割。更

需注意的是在分析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只有分别采纳不同取向对课程实施进行多元反思和

审视，才更有可能全面理解真实的变革情境（Corbett & Rossman, 1989; Hargreaves, Earl & 

Schmidt, 2002; House, 1981; House & Mcquillan, 2005）。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 House 以

及 Hargreaves 等人的理论从四种视角入手对当下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程改革面对的挑战与

困境进行多维探讨。

甲、技术视角

　　House 认为技术视角将生产（production）作为自己的基本隐喻，它的核心性词汇主要

包括效率、投入与产出、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性、奖励与刺激等等。从技术视角来看，课程

与教学变革唯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的实施。在他们看来，课程与教学的变革是

一种可预测、可迁移的技术性活动。因此他们更关注变革本身的特征以及构成要素。在实

施策略上，他们强调透彻理解变革的运作机制、强调提升实施者对变革必要性的认可，通

过培训以增强专业效能。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侧重量化；在评估方面，技术取向更关注那

些外在显现或是可测量内容的成效与结果（House, 1981）。

　　如果采纳技术性视角分析此次中国大陆新高中语文课程改革，我们将主要审视目标设

定、实施策略、教师专业素养、课程资源、教学评价等改革本身所蕴含的要素，并且关注

这些要素为具体课程实施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落实教学目标所面对的挑战。

　　Brandt 与 Tyler（2003）指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其一，系统层面（system 

level），主要针对教育总体以及整个学区而笼统设定；其二，学科层面（program level），

针对每个学科领域；其三，课程层面（course level），主要指某个学科在某个学期 / 时段

所设定的目标；第四是教学层面（instructional level），即每位教师日常教学所使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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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这四个层面目标的举例说明：

系统层面的目标 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学科层面的目标 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
冶性情，涵养心灵

课程层面的目标 学习中西方经典作品，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

教学层面的目标 对比分析庄子《逍遥游》和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探讨中西方文
化在人生态度上的异同

数据源：Brandt & Tyler，2003，12（例子参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 03 课标

有适当修改）

　　从 Brandt 与 Tyler 所划分的层次来看，此次 03 课标对于教育目标的设定主要集中在

学科层面，基本不涉及课程以及教学层面的目标。尽管这种整合式的目标表述配合了高中

语文学习综合性和整体性等特征，但是从一线教师角度来看，03 课标在目标设定，尤其

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部分的阐述较为模糊和笼统（吴巧英，2008），这使得教师普遍感

觉无从下手（张文娟，2007）。兰瑞平（2006）甚至指出 03 课目标模糊表述有太大的阐

释空间，让一线教师产生了疑虑甚至空虚等负面情绪。与美国 2010 年提出《国家标准共

同核心》（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下文简称 CCSS）相比较，CCSS 在英语学习方

面首先将目标分为阅读、写作、听说三部分（03 课标分为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

部分），在每一个部分都细分为几个关注领域。以阅读为例，具体的关注领域分为：核心

观点与细节（key ideas and details），表现手法和结构（craft and structure），知识和观点

的整合（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阅读范围和文章难度层次（range of reading 

and level of text complexity）。在每一个关注领域中，CCSS 都给出了 6-12 年级每个年级

具体需要对应的课程目标以方便教师根据标准和具体的教学材料来设计适合课堂的教学目

标。与 CCSS 较为详尽的标准设置相比，03 课标显然缺乏系统、明确的区分，因此对目标

本身的理解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屠锦红、徐林祥，2010）。毫无疑问，这种过多的不

确定性固然可以为一些教师尝试积极课改提供空间，但同时也很容易让教师产生 03 课标过

于笼统、难于在课堂中真正落实的观感从而放弃对 03 课目标研读与实践（鲁德民，2010；

吴亮奎，2009）。

　　另外，03 课标强调要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方面来均衡设计课程目标。可见为了纠正以往过度强调“双基”的思维本次语文课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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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出了较大改善。但是朱绍禹（2006）指出整个课标关于能力的目标处处可见，但是知

识的目标则少之又少。这种“厚此薄彼”的表述间接导致了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矫枉

过正”，忽视了对知识和能力应有的关注和强调（倪文锦，2009；魏本亚，2011）。

　　第二，语文学科评价难度过高。

　　尽管 03 课标中指出评价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全面提高，教师应该充分发挥

评价的诊断、激励和发展功能。教师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评价（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语文教师发现考察学生的阅读兴趣、

了解学生的语文素养、探讨学生的阅读视域、准确评估学生的语文能力是一个难度极大的

挑战（黄显涵，2011）。但是，如果教师无法在教学中进行有效的形成性评价、对学生的

语文能力缺乏全面了解，那么语文课改的落实程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第三，教师缺乏课改所需要的专业素养。

　　03 课标指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此次课改对教师能力的需求明显增

强，例如教师需要将笼统的学科目标具体化为课程乃至教学目标、要能够创造性使用乃

至自主开发教学材料和教学内容、要能够结合课堂情境和学生特点灵活使用多元教学方

式、要能够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有效评价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3）。但是在此次语文课改中语文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的匮乏却成为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关

键瓶颈（陈萍，2006；崔干行，2007；胡波、高光珍、王志芳，2008）。

　　这首先体现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相关研究存在不足。李海林（2005）曾对 120 项语文教

学改革实验进行分析，认为其中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具有一定影响和研究深度的典型项

目仅 18 项（例如自学辅导教学法、点评型单元教学法、‘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教学

法、情景教学法、导读教学法、注音识字教学法、作文整体改革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等）。

另外，这些教学方法主要由一线名师通过多年教学经验积累而来，在教学方法的实证研究

中，研究者多数是以论证者、评价者而非实际参与者的角色存在。这直接影响了这些教学

方法的持续研究和推广；其二，大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者对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证研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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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限（陈晓波，2009；黄显涵，2011），这种相关研究的匮乏自然导致一线教师在课改

过程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力量。

　　另外，教师专业培训效果不佳。为了加强教师对课改理念的深刻认识、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伴随着课改不断推进大陆各省市都相继举办了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课改培训或

教研活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收效甚微（杭州市教育局调查组，2007；马云鹏、唐丽芳，

2004）。教师普遍认为相关培训“太多术语”、“与一线教学落差较大”，因此对实际课

堂教学难以起到实效（陈玉华，2011；卢乃桂、陈峥，2008）。

　　第四，外部条件的限制。

　　一些课程实施调查发现在众多的限制性因素中课程资源以及教学时间两个因素尤为重

要。首先是课程资源短缺。很多教师认为学校课程资源不足，限制了他们进行课程改革（胡

波、高光珍、王志芳，2008；马云鹏、唐丽芳，2004）。而由老师来开发课程资源，那么

教师就不得不面对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挑战，这对工作已经较为繁重的语文老师来说无疑

难度极大。另外，在教学课时已经固定的前提下，教师需要既保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

同时还要尽可能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供时间，这让许多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只能忍痛割

爱（万伟，2009）。

　　总体而言，技术视角更关注怎样让此次语文课改落实得更为有效。具体来看，课程目

标过于模糊、学科评价难度过高、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以及外部条件的限制四方面仍然有待

改善，这成为了下一步课改需要关注的焦点。

乙、文化视角

　　House（2005）认为文化视角主要建立在社群（community）的隐喻之上，核心性概念

是文化、价值、共享的意义，社会关系，它主要关注文化的整合性。House 认为在社会中

存在很多亚文化社群，不同社群内部具有共享的价值，但是不同群体之间则相互隔离。在

文化视角之下，改革是一个文化再制（reculturing）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茁生（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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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在 House（1981）看来，改变总是将一个新的观点和原有的文化历史相融合，而

课程改革的过程可被视为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

　　统而观之，在中国大陆由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深受儒家人伦秩序影响，因此逐步形成

了以社群取向为依归、看重“优秀”、强调精英教育的模式，这种模式以考试文化在中国

社会根深蒂固的位置可见一斑。与此相对，此次中国大陆的课程改革多有借助建构主义、

后现代观点等西方理论，目的就是挑战中国传统的考试文化，力图在此次课程改革中更关

注学生个体，在平等的基础上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钟启全、张华、崔允漷，2001），由

此可见这两种文化之间必然形成极强的矛盾和张力。

　　具体到学科层面，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学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郑国民，

2009），受到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具体到学科来看，传统的语文教育在千年传承中也确

实积累了一些颇具民族性特色的教学策略：例如在小学识字与写字教学中倾向于集中识字、

韵语识字、识字与写字分进合击；在阅读教学方面强调朗读、关注背诵，重视阅读整体的

涵泳体悟；在写作教学上强调由读至写、先放后收、多练多改等（武玉鹏，2010；杨彩涓，

2010）。因此在此次课程改革中，面对上世纪遭受了科学主义“洗礼”之后的语文学科，

很多学者强调语文教育应该“回归传统”（马志强，2008.12.15；郑国民，2003），在优

秀、成功的传统教育经验中探索语文教改之路。另一方面，此次语文课改作为全球教育改

革浪潮中的一环，它必然也会受到建构主义、阐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的深刻影

响，这些理论也确实极大牵制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手段。例如有学者指出现今在研究

界存在盲目学习国外理论和经验的现象，他们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理论驳斥的体无完肤，

将传统语文教学实践说的一无是处（胡海舟，2007）；某些教师甚至把“传统”作为贬义

词来评价语文课堂以表明自己是“新课程、新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陈玉秋、邱福明，

2007）。可见在此次课程改革背后确实存在着一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角力。

　　从理论研究来看，Watkins（2008）指出华人教学的特色是“以学习为中心”（learning 

centered），强调在知识传递甚至大量重复性练习的基础上揣摩学习（黄毅英，2008），而

西方教学的关注点则是“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 centered），更关注在学习过程中学

生的兴趣与动机。两者各有侧重、亦各有优劣。从具体实践来看，语文老师习惯了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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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维、教育方式，在面对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过程中，如何顺利移植西方教育教学理论、

怎样将这些理论结合具体的学校脉络或学生实际情况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多教师

在具体教学中采纳“公开课一套、平常课一套”的双重办法（成尚荣，2006）。

　　总体而言，从文化视角来看此次语文课程改革主要面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文化

相互博弈、相互融合这样一个问题。在两者的交叉影响中怎样汲取两者的长处，如何将这

二者与中国现在特有的教育脉络有效结合显然亟待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丙、政治视角

　　House 和 Mcquillan（2005）认为政治视角的关键词汇是权力、自主权和竞争的利益，

它关注自主权系统的合法性（legitimacy）。在政治视角中，改革是不同组织利益的竞争、

是一种权力协商的过程。House 认为在课程实施中，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团体自

然对改革抱持不同态度，通过相互的博弈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存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或

权力的竞争和妥协。例如某些人（例如政策制定者或是课改推行者）在改革过程中会利用

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在事件决策中赢得自己的话语优势，从而发出更多的声音、获得更多

的权力。从政治视角来审视语文课改，教师权力这个命题尤为引人关注。

　　学者刘生全（2006）在布迪厄场域理论基础上指出教育场域是一个权力场域，场域内

的资本主要是文化资本，场域内的主要权力是以话语权力为表现形态的文化权力。在这种

境况下，教师权力更多表现为对学生的话语权以及由此带来的惩戒权（杜志强、汪昌权，

2011）。从传统来看，中国教师对学生的权力具有“强控制”的特点（杨清，2005），尽

管教师在课程发展与规划上并不具备太多话语权，但是教师因为在一线教学中占有绝对优

势的文化资本，从而在学生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拥有极强的控制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在传统语文教育中教师的权力拥有感较强，也较为稳定。

　　在此次课程改革中，中西方教育研究学者从“防教师”的课程设计理念逐步迈向“教

师赋权”，尝试在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价过程中给予一线教师更多的自主权。但是从课程

实施情况来看，这种赋权却在实际过程中被架空。这首先体现在教师原本以拥有优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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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而享有的控制性权力被消解。在课改浪潮的冲击之下，教学内容较之传统迥然有别，

教师在以往课堂中赖以凭借的学科知识迅速崩塌，很多教师感慨教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的书，现在新课改一来，反倒不会教了。抛开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语文教育信念争论，这一

喟叹显然还传递出教师文化资本优越感丧失之后的失落与迷茫。以语文学科为例，传统语

文教学所重视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已经在此次新课改中转变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

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伴随语文教学目标的多元化设置，教学材料、教学内容早已是林林

总总、纷繁复杂，语文教师在课堂中的话语权力在此次课改中迅速减弱，他们对学生的控

制感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脆弱不堪。面对这种文化权力前后迥异的落差，教师显然需要较

长的时间来进行重新定位与调适。

　　另外，教师权力还存在“得而复失”的难题。尽管此次新课程改革提出三级课程管理

模式，提倡教师作为课程的研究者与设计者，他们作为此次课程改革重要的持份者应该在

此次改革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作为空间。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首先一线教师不仅缺乏

表达观点的管道，同时教师的声音也在此次课程改革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项调查表

明教师普遍认为这种所谓赋权流于表面。此次新课改，在国家、专家与教师形成的权力关

系中，教师处于最无权的地位（卢乃桂、陈峥，2008）。其次在校本课程这个看似更为弹

性灵活的领域，教师能够真正获得的话语空间也十分有限。教师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更多的权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和更大的压力。教师指出在开发课程的相关领域他们不仅

是理论储备不足，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周正，2008）。尤其对语

文教师而言，由于备课、批改作文等工作量已然十分繁重，这种现实的困难最终只能让教

师放弃很多本应施行的权力。最后，此次课程改革中外在控制仍然显而易见。在整个改革

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总是不可避免的通过种种手段（例如评价机制、奖惩措施）延伸到

教育领域中来（操太圣、卢乃桂，2006；刘向辉，2011），教师一方面要按照要求完成推

动课改、教育学生的任务，同时还需要应对学校的评价机制、国家的考试制度（例如高考

等），因此并没有多少实行自主权的空间。

　　所以，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尽管此次课程改革抱持“教师赋权”的初衷，但是实际情况

却是教师面对突如其来的“赋权”，并未感受到多少舒畅与痛快，反而是必须在教育学生

和贯彻国家意志之间小心取舍，必须面对陡然增加的一轮又一轮培训与学习以及更为繁重

72



对中国大陆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多维审视：问题与挑战

的教学工作。在重重压力之下教师无法看到“拨云见日”的希望，只能在不确定和迷茫中

徘徊。

丁、后现代视角

　　Hargreaves 等人（2005）认为近二十年教育领域的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生活在

一个崭新的时代之中，这个时代被贴上了诸如后现代、后资本主义、信息社会等各式各样

的标签（Bauman, 1992; Castells, 1996; Drucker, 1992; Harvey, 1989），而这些观念也确实

不断形塑着教育话语的生成与发展。Lyotard（1984）认为尽管后现代理论五花八门，但是

他们有一点共通之处，即强调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他们消解所谓的宏大叙

事，充分解读个体的言说与意义（Aronowitz & Giroux, 1991; Ornstein & Hunkins, 2004）。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从个体意义的审视入手反思中国的课程改革。在教育领域中，

个体不仅包括政策制定者、教师，也应该包括学生。但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高扬

“学生为本”的改革运动中，学生的声音却并没有得到真正关注（Rudduck, Chaplain & 

Wallace, 1996）。

　　从一线教师的课堂实践来看，我们发现很多文章指出应该让学生参与到课程改革中

来，即学生应该参与课程目标的设定、教学方式的组织、教学材料的选择或是教学评价过

程（陈世滨、李丽玲，2004；林邵长，2010；王秀红，2004；魏红，2005）。但是如果我

们细心一点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参与主要是为了响应教师的邀请或倡议，只能算是“消极性

参与”，即学生参与的起点、过程甚至是结果常常处在教师操控之下。他们参与的目标更

多是为了满足教师刺激学生学习动机的目标而非真正达致自我的反思与解放，那么他们在

这个过程中也自然难以具备学以致用、改造社会的行动力量。

　　事实上，从已有关于课程实施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学生的观点往往与教师、学校领

导或是政策执行者有较大差异（相关研究可参考 Wong, 1995；黄显涵，2011 等），例如对

于语文教材所编选的课文，学生的观点就与教材编写者有较大差异（王标，2005；汪晴初、

徐晖，2004），而对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学生也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受（田

力，2007）。但是从研究界来看将学生纳入课程实施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尹弘飙、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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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2005）。从实证研究来看，Fielding（2001）指出学生参与课程实施研究可以分为四种

情况：学生作为数据源、学生作为积极反应者、学生作为共同研究者以及学生作为研究者。

在这四种类型中，课堂从较强的控制性向多元的开放性过渡，教师以及专业研究者逐步从

研究的发起人、行动者向研究的辅助者、支持者过渡，学生的角色从被动的信息采集者向

主动的研究者过渡。但是从以往的实证研究来看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学生参

与课程实施的研究都远远不足（尹弘飙、李子建，2005）。

　　如果说此次课程改革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让学生获得全面、充分的发展，那么无论是在

一线课堂还是在课程实施的研究中学生的声音都应该被尊重、被聆听。从后现代的视角审

视此次语文课改，就会十分清晰地发现这个本应是课程改革重点关注的内容却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戊、结语

　　在语文课改进行了十年之后，“下一步如何走”无疑是现今最受关注的问题。在制定

下一个行动规划前，适当的回顾与反思无疑十分必要。House 与 Mcquillan（2005）指出以

往的改革成效不大就是因为缺乏从不同视角进行地切入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技术、

政治、文化以及后现代的视角多维审视此次大陆语文课程改革，也确实发现在课程实施中

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挑战与问题。客观来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响应无疑影响着

大陆语文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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